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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放包容的「詮釋共同體」
評陳培豐《想像和界限：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》

富田哲 *

《想像和界限：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》

陳培豐著。臺灣人文叢書。臺北：群學，2013年7月。384頁。

一、現在跟過去的對話

歷史如果如愛德華‧卡耳（Edward Carr）所言，「是歷史學家跟他

的事實之間，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，是現在跟過去之間，永無止境的對

話」（126），《想像和界限：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》（以下稱本書）這本書

可說是在作者陳培豐教授出生、成長的臺灣這個空間，透過「現在」與

「過去」之間的對話成立的。據後記，作者於2003年赴日本參加一場學

術研討會，開會前一天晚上，主辦單位通知並希望包括作者在內的與會

者在報告時儘可能選擇「自己的」語言。配合以「帝國解放與多語言化社

會」為旨趣的這個研討會，從小「都如鳥以雙翼飛行般併用著國、臺兩種

語言過活」的作者，雖然他學術發表時未曾使用過臺灣語，但認為「僅是

將慣用於學術研究的北京話轉換成臺語即可」，因此決定以「『自己的』母

語」之臺灣語進行報告。

但是，翌日的報告我卻徹底失敗了——如果沒有事前在會場分發之

*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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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文紙稿的輔助，全場的聽眾若只透過口譯，恐怕無法理解我的報

告內容。席間，筆者努力要向各國的學者控訴，戰後在中國國民黨

政府統治下，臺灣各種語言受到壓抑與差別待遇的暴行。但是臺語

當中有關語言、政治、社會、文化、思想、民族主義等現代化的新

事物、思想、抽象難解的理論概念，到底要如何表達？要怎麼講？

這些問題在報告中不斷衝擊腦際，使筆者的報告數度中斷。

　　帶著一份使命感和榮譽感，筆者拼命地想向各國出席者訴說臺

語有多美、是多麼得體的語言，未料卻落得如此難堪的下場。經由

這次的報告讓我重新體會到，臺語作為生活用語行雲流水，但與現

代的知識體系和思考迴路似乎並未建立起暢通管道。（339-40）

作者並不認為臺灣語因為「與現代的知識體系和思考迴路似乎並未

建立起暢通管道」，所以是劣等語言，但使用自己的母語要控訴高壓的

語言政策使這個母語長期忍受痛苦的歷史時，他的挑戰卻無功而返。

對當時的他而言，論文寫作或口頭發表時會表達「現代化的新事

物，思想，抽象難解的理論概念」的語言應該是北京語和日本語。已過

了十多年，也許他現在比以前較習慣以臺灣語談學術相關話題，但這並

不代表他的「全臺語」演講一定會圓滿成功，因為，是否成功並不是只由

他的臺灣語講話能力決定，更重要的應該是他與讀者或聽眾間是否能分

享共同的語言資源；雙方是否屬於同一個臺灣語「詮釋共同體」，且這個

共同體是否已充分成熟到雙方可以無礙對話的程度。對此，評者不得不

判斷，在各種學術場合上的臺灣語詮釋共同體還未成立。

感受到母語在學術場合上的無力、缺陷後，他發現在日治時期的臺

灣人——大多數的他們跟作者同樣以臺語作為日常生活語言——也熱烈

討論自己的語言如何撰寫、讓讀者理解，進而開始「追尋臺語文一路走

來的苦難之道」。在此所說的「苦難之道」不外就是「日治時期在所謂『同

文』的歷史情境下，我們祖先針對臺語文的現代化，標準化，主體性的

建構，曾走過一段辛酸的奮鬥史」（34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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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何謂殖民地漢文？

本書是翻譯及修補《日本統治と植民地漢文——臺湾における漢文

の境界と想像》（東京：三元社，2012年；以下稱日文版）所出版的。日

文版的書名中有「殖民地漢文」這一詞。雖然這個詞在本書標題上沒有，

但也同樣是本書一貫的分析對象。作者說殖民地漢文是在日治開始不久

時萌芽的。在臺灣產生的這個文體，與在日本、朝鮮、越南等其他東亞

漢字文化圈地域產生的文體一樣，是古典漢文與在地語言等之間誕生的

混成語（creole）。但作者認為，在臺灣發生的這個混成語現象與曾經受

歐洲統治的中南美各地所看到的混成語現象之間有極大不同，即殖民地

統治開始前，中南美與歐洲之間的接觸極少、幾乎無文化上的交流。於

此，殖民地統治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「文明」之間的優劣關係為前提

進行，出現的混成語只是音聲語言。然而，日本的臺灣統治，因兩地都

屬於東亞的漢字文化圈，也共享各種文化資源（如儒教、漢字漢文、漢

詩等），在臺灣成形的是由「同文」的幾個書面語言混合而來的獨特混成

語。因此，我們「無法只注重兩者的『差異』，雙方之間難以拂拭的『類

似』，更是需要深入探討的面向」（2）。

如陳培豐所言，「甲午戰爭後，臺灣成為漢字漢文的交會實驗之

處。由於教育與辭典並未正式將這種新形態的漢文記述加以標準化與規

範化，在此情況下，各不相同的新形態漢文爭相出現，陷於百家爭「書」

的混亂」（13）。此外，因中國白話文運動的影響，日治臺灣的混成語現

象加添更複雜的色彩，殖民地漢文是在如此土壤上誕生和成長的。不

過，混成語和混成語的前一個階段之皮欽語（pidgin），本來該無標準的

語言規範。混成語未來也許獲得多數話者使用，以該語言認為自己的語

言之國家或民族集團也會檢討或創造語言規範，而混成語有一天晉昇國

家語或民族語。但「殖民不到十年⋯⋯仍舊迅速普及臺灣社會」（82）的

殖民地漢文並未擁有這種權力，因此「由臺灣式漢文、和製漢語、和式

漢文、傳統漢文、加上新的中文口語體混雜而成的混成漢文」（113），根

本沒有受到政治權力的保護，也沒有透過公教育系統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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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另一方面，就如陳培豐所指出的，日治早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因

雙方的知識份子均具備古典漢文的素養，仍可共享殖民地漢文，後來，

「隨著臺灣人在追求『言文一致』的過程中，對口語聲音的重視以及文體

漸趨複雜化、多元化、遂使『殖民地漢文』的在地色彩更加強烈⋯⋯經歷

1930年代鄉土／話文運動之後，持續朝向口語體發展的『殖民地漢文』，

便遂漸超越統治者所能理解的範圍，終於成為臺灣人專屬的文體」（304-

05）。作者認為，殖民地漢文雖然未曾獲得官方權力的承認，還持續至

1930年代的日治臺灣的民間社會繼續成長。

三、殖民地漢文是可數的嗎？

閱讀日文版的時候，我腦海中浮出的一個問題是「殖民地漢文這個

文體是否真的存在？」。也曾聽聞其他學者對本書的意見，例如「看來這

本書討論的不是『殖民地漢文』，而是『殖民地狀況下的漢文問題』」，或

「作者描述的不是『文體』而是『文體的想像』」等。1 

據我了解，作者所說殖民地漢文指的是，在1930年代前的日治臺灣

使用的多種多樣漢文之總稱，亦並非是單一文體的稱呼。故作者提出殖

民地漢文這個概念時參照的「帝國漢文」與殖民地漢文也許不能並列。2  

因為，殖民地漢文於1900年代，「已在這個島上以曖昧模糊、定位不清

的雛型誕生」，而1910年代以後「逐漸普及於臺灣社會」（72-73）的殖民

1 這裡所提到的意見係筆者在讀書會的討論中所聽聞。

2 「帝國漢文」是清水賢一郎提倡的概念，即在19世紀末東京等出現的超階級性的媒體

文體。在明治初期的日本，儘管近代國民國家成立，全國統一的學校制度以及「國語」

（指日本語）教育也開始，但在報紙或雜誌等使用的跨階級媒體文體出現前還要需一段

時間。清水說明，帝國漢文是1880年代到90年代成形的報紙文體，之前的時期男性

知識份子熟悉的是以政論等為主報導的「大新聞」（「新聞」指報紙）使用的文語體，然

而，以通俗話題為主的「小新聞」使用的口語體則是在基層階級的民眾間廣泛流傳，帝

國漢文就是在這兩者的中間出現的。使用帝國漢文這個文體的報紙是「中新聞」，它的

目標讀者群是盡量包括所有國民的大眾，於是其文體須以萬民為讀者，不宜像只有知

識分子才享有的（清水賢一郎22-3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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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漢文，在1930年代之前，並非是具有排他性、封閉性、明確的境界之

表記體系。殖民地漢文指的是不可數的一場狀態。然而，這個不可數名

詞開始變為可數名詞的時期即是1930年代，至此，作者主張，臺灣的漢

文文體更傾向於臺灣語的聲音，「明顯醞釀出一個脫離中國和日本的框

架界線」（315）時，與中國白話文不同，也與帝國漢文不同的一個近代文

體終於成形了。3 

如此，作者所提的殖民地漢文似乎包括不可數名詞的臺灣漢文狀態

以及可數名詞的一個文體，對此我不得不感到有些難解。如前段所介紹

對本書的一些意見，也會讓讀者誤解為「作者的主張是像帝國漢文那種

常態、固定的臺灣人文體於日治早期已存在」。

其實，我曾經為一部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學術期刊撰寫日文版的書評

（見筆者的〈（書評）陳培豊『日本統治と植民地漢文』〉）。這部雜誌亦刊

載作者對書評的回應，以提供給評者與作者對話空間。作者對於這點的

回應也說，殖民地漢文指的是把不可數名詞文體變成可數名詞文體的動

力，顯然殖民地漢文並不等於某一種特定的文體（〈著者からのコメン

ト〉239）。如作者於本書中所主張，1930年代出現的「更適合現代化，

且逐漸為民眾所熟悉的新文體」（225）可說是一個可數名詞文體。對此臺

灣人新文體成立的主張，在文體研究或媒體研究等領域研究者，也許有

不同的看法，對此我不具充分能力判斷其妥當性。儘管如此，在日治臺

灣漢文文體的成長，與同樣屬於「同文」世界的日本本國的帝國漢文或中

國大陸的中國白話文的成形，均經過類似的過程。不過，殖民地統治下

的臺灣人並沒有把握文字權力，在這個情況下，想要獲得自己文體的慾

望卻面臨極大困難。

齋藤希史認為，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大陸東部與日本列

島成立一場言論共享場域，他將此稱為「文學圈」，參與這個文學圈的知

識分子能分享共同的文體。同時，這個時期的日本知識份子，隨著日本

3 把語言比喻為可數／不可數名詞的觀點，請參照酒井直樹228-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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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族主義高漲，以「異質」的「支那」為對照項企圖主張日本擁有獨自的

文化，於此他們將本來共有的文體以及知識積蓄劃分為日文（的）及「支

那文」（的）。

但作者描述臺灣知識分子的奮鬥，與其說是基於國族主義的要求，

不如說是基於與現實社會情況更符合的要求，因為不像明治日本，他們

無法期待政治／文化權力的支持。作者利用混成語以及詮釋共同體這些

概念來做分析的意義即在此。混成語不需標準規範的桎梏，僅有極弱、

甚至亦沒有規範控制的詮釋共同體當然可接納各種各樣的變種，也會重

視成員之間的溝通，殖民地漢文則具相當大的包容性。

作者給予新文體積極的評價，但這個文體在誕生後不久便面臨挫

折。但假設這個文體繼續成長，「臺灣漢文」與帝國和文和中國白話文同

列為東亞的近代文體這種狀況實現的話，到1930年代存在的詮釋共同體

的包容性會不會因此消失？「世界上極其少見的漢文『混成語現象』發生

的舞臺」（15）之日治臺灣，之後對語言、族群的多樣性還保持包容的態度

嗎？或是「臺灣漢文」會成為一種充滿權威性、排斥性的「一個」文體嗎？

日常口頭語言與規範文書語言之間的偏離，以及多種漢文混成這種

狀況並不僅於臺灣，在華南等中國其他地域也看得到（羽根次郎148；金

文京55-56；齋藤希史96-119）。既然如此，日治時期和今日臺灣的詮釋

共同體的獨具特色及意義如何？我們也許可從文體的可數／不可數的觀

點來探討這個問題。

四、漢字漢文的大熔爐

把不可數名詞變成可數名詞之動力不外是詮釋共同體的成熟。有些

知識分子提案和討論表記體系，不過能利用這個體系者的共同體還未成

立時，儘管它是那麼完整、合理的，卻還不足以成為一個「我們的」文

體。當然，詮釋共同體並不是天賦或既有的，而是透過追求自己的表記

體系者的真摯的檢討及討論而成形的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能否獲得更廣泛

民眾的支持仍是左右新文體的成功或失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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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強調的是日治臺灣詮釋共同體的成員不一定排斥，反而接受一

定程度巨大的政治、文化影響一起進來臺灣的他者文體，也企圖創造適

合於臺灣人日常經驗、日常生活的文體。作者也讚賞臺灣人對各種文體寬

容的態度，也認為當時的台灣人對政治、文化權力暗中取得若干主控權。

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因眾多漢文文體間界線曖昧模糊，使統治者與被

統治者面對這些文體時，自然會賦予這些文體不同的定義與相異的

想像，進而延伸更複雜的政治或文化意涵。這些漢文文體有時是對

「祖國」寄情的媒介，有時是強調臺灣人認同的道具，有時又反向成

為對統治者政治妥協的手段，而在某些場合又被視為具有取得現代

化自主性的功能。（17） 

日本治臺的二十世紀前期，正值東亞漢字漢文頻繁出現重編作用的

時期。在殖民統治的契機下，臺灣成了漢字漢文的大熔爐，除了臺

灣本身的漢文之外，日本也帶來了大量的和製漢字與漢文，此外，

對岸「祖國」的漢文也薈萃於臺灣（301-02）。

    

日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可能期待從「漢字漢文的大熔爐」能找到自己

的新文體。包括漢字、羅馬字論者在內的「戰後」每個臺灣語文論者也追

求自己理想的表記體系。但無論過去或現在，好像都無法達到最後的目

標。也許這是臺灣社會的宿命。但我認為這種狀況並非全然負面。族群

關係也罷，語言上的考量也罷，歷史背景也罷，從各種因素來判斷，在

臺灣要成立某種具排他性的、離現況距離很大的詮釋共同體，就無法避

免混亂。因此，我同意作者的「不管是日治時期或戰後的當下，『殖民地

漢文』的存在對於身處東亞漢字文化圈交錯中心的臺灣而言，與其說是

歷史的偶然，不如說是文化發展的必然」（337）這個看法，也與歷史經驗

對話的作者所提「以過去的歷史教訓來觀察，目前所有臺語運動的共同

任務和最大困境，不一定在於表記系統的創立，而是在於如何解決閱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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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本、提升有關現代化知識的承載能量、族群融合、以及文學詮釋共同

體的建構等課題上」這個穩健和務實的態度，亦是值得肯定的。

我們今日還需要大熔爐，但不一定需要從此勉強撿拾具體的結論。

據說，去年某一個文學獎的評審會議中，作品中的北京語和臺灣語「混

用」或用臺灣語時的用語規範的問題，也成為熱烈討論的話題（〈小說是

思想的載體〉），但這也是臺灣社會的現實。若有一天，某種臺灣語的語

言規範在社會上約定俗成，這應該是喜事，但按照歷史經驗，這應該不

是迅速要求解決答案的問題。

〔補記〕

以上是由一位以日本語為母語者撰寫的文章。日本語是早就實現

文字化、標準化、也透過大量翻譯工作，增加及充實各種方面詞彙的語

言。歷史上和今日的日本語意識形態相關的問題暫不討論，但日本語確

實具有可靠的規範，而且也擁有規模較大的學術發表「市場」。討論狀況

完全不同的臺灣語文問題時，我相信這些事實是絕對不能忽視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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